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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健康码发放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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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健康码ꎬ其发放行为应经受合法性的审查ꎮ 从法律属性来看ꎬ行政机关发放健康码可归属

于行政行为ꎬ在具体行政行为类型上可归属于行政确认行为ꎮ 健康码发放行为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ꎬ且因错

误健康码造成的侵益性后果缺乏法定救济途径的情况下ꎬ健康码发放行为被确认可诉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ꎮ 行政机关作为

健康码发放算法程序的实际控制者ꎬ应对因错误健康码造成的侵益性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ꎮ
关键词:健康码ꎻ健康码发放行为ꎻ可诉性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５.４ꎻＧ２０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８８３(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５３￣０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ＷＵ Ｙｕａｎｌ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 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０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ꎬ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ꎬ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ｓ ｂ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ｓ ｈａｓ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ｍｅｄ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ｗｒｏ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ｓꎬ ｉｔ ｉｓ ｊｕｓｔｉｆ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ａｓ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ｂ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ｐｒｏ￣
ｇｒａｍꎬ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ｈａｌｌ ｂｅａ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ｗｒｏ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ｓꎻ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ｄｅｓꎻ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ꎬ健康码可以

说是数字化抗疫的一大亮点ꎮ 所谓健康码ꎬ是指以

真实数据为基础ꎬ由市民或者返岗人员通过自行网

上申报ꎬ填写实际住址、身体健康状况、有无去过疫

区、有无接触重点人员等信息ꎬ经后台审核后ꎬ生成

的属于个人的二维码[１]ꎮ 该二维码一般有行政机

关设定的红、黄、绿色三个健康状况等级ꎮ 不同的

等级意味着不同的法律后果ꎬ在首次判定健康状况

等级后ꎬ获得红色或者黄色健康码的人员将被分别

赋予一定期限的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ꎬ只有获得绿

色健康码的人员可以自由通行①ꎮ 在此基础上ꎬ健
康码持有者个人的健康状况评估结果还成了判断

是否允许开展复工复产复学、进入特定场所和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等情景的重要评判标准ꎮ 简单来说ꎬ
健康码就是一项以二维码形式呈现的个人健康状

况证明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ꎬ明确要

求各地落实“健康码”全国互认、一码通行②ꎮ 虽然

健康码的及时出现ꎬ代替了疫情初期烦琐且低效的

人工信息排查ꎬ但在健康码逐渐成为常态化防疫手

段的同时ꎬ我们也须注意到作为健康码运行基础的

算法在预测方面并非百分之百准确[２]ꎮ 如果误将

“红码”发给健康人员ꎬ将其标识为疫情防控重点人

员ꎬ不仅会影响持码人员的日常生活ꎬ还会扰乱疫

情防控秩序ꎮ 因而作为可能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负

面影响的侵益性行为ꎬ健康码的发放行为是否具有

行政可诉性ꎬ值得关注ꎮ 然而迄今为止ꎬ与健康码

相关的法学专题研究还比较少ꎬ对因错误健康码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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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损失的救济研究也几乎空白ꎮ 为此ꎬ本文拟通过

对健康码发放行为基本概念和性质的分析ꎬ判断其

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ꎬ并以此来完善健康码及其发

放行为在法律层面的规制ꎮ

一、健康码发放行为的概念及性质

(一)健康码发放行为的概念

对健康码发放行为是否可诉的分析须先明确

健康码发放行为的概念内涵ꎮ 目前ꎬ大部分学者对

健康码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仍着重于从计算机和

信息科学、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出发ꎬ未能确切地反

映健康码及相关概念背后的法律属性ꎮ 本文认为ꎬ
健康码的发放行为是指依据行政机关设定的健康

状况评级规则ꎬ在公民自行填写信息申报后ꎬ由行

政主体主导的数字化系统对公民个人健康信息(包
括个人身份资料、健康状态及特定时间内的动态轨

迹等信息)进行评估后ꎬ向公民发放特定健康码的

行为ꎮ
具体而言ꎬ健康码发放行为的显著特征主要有

四点:第一ꎬ在启动主体上ꎬ健康码的发放是由公民

自行申报启动的ꎮ 就目前而言ꎬ通行的健康码需要

由市民或者返岗人员在特定的数字化系统(如微信

小程序)自行填报申请ꎮ 第二ꎬ在发放主体上ꎬ行政

机关是健康码的实际发放主体ꎮ 事实上ꎬ与其余各

类数字政务项目相同ꎬ健康码是政府部门在疫情特

殊时期倡始的数字化管理项目ꎬ并且政府部门决定

了健康码应用中数据采集的类别、内容、用法及用

途[３]ꎮ 在本次疫情防控工作中ꎬ各地都组建了相应

的疫情防控指挥小组ꎬ这些组织实质上属于地方卫

生和健康委员会的组建机构ꎬ它们都具体承担了有

关赋码和通行管理规则的制定权ꎮ 因此ꎬ各地卫健

委应为实质上的健康码发放主体ꎮ 第三ꎬ在发放依

据上ꎬ健康码的发放主要依赖于行政主体设定的健

康状况评级规则ꎮ 以粤康码的发放为例ꎬ微信小程

序端是以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

设定的颜色码判定和解除规则为依据ꎬ再结合公民

个人自主填报的身份信息及由省公安厅和省政务

服务数据管理局汇集卫健、疾控中心、药监等各渠

道数据来进行判定并赋码的③ꎮ 第四ꎬ在发放结果

上ꎬ通常以“三色”二维码形式呈现ꎮ 经系统完成初

步判定后ꎬ申请人将会获得特定颜色的二维码ꎮ 一

般而言ꎬ该二维码有红、黄、绿三种颜色ꎬ三种颜色

对应了不同的后果ꎮ 以最早上线运作的杭州健康

码为例ꎬ杭州市民在获得不同颜色的健康码后即要

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显示绿码者ꎬ市内亮码通行ꎬ

进出杭州扫码通行ꎻ显示红码者ꎬ要实施 １４ 天的集

中或居家隔离ꎻ显示黄码者ꎬ要进行 ７ 天以内的集中

或居家隔离[４]ꎮ
(二)健康码发放行为的性质

“一个行政机关的行为能否提起行政救济ꎬ端
视其是否具有行政决定之属性” [５]ꎬ对一行为是否

可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回答主要取决于该行为的性

质判断ꎬ为此ꎬ明确健康码的法律性质界定至关重

要ꎮ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ꎬ虽然大部分学者没有明

确指出健康码发放行为的法律性质ꎬ但都肯定了其

所蕴含的行政属性ꎮ 在健康码发放背后的运作机

理上ꎬ虽然健康码须经特定的数字化系统决策生

成ꎬ但该系统依赖于行政机关事先设定的评判规

则ꎬ在行政相对人在线填报个人信息并提交申请

后ꎬ系统会结合相对人填报的信息、行政机关汇总

的信息和行政机关设定的评判规则ꎬ自动向相对人

发放不同颜色的二维码ꎮ 虽然在过程层面ꎬ健康码

的发放看似是由系统自动生成的ꎬ但该系统也受到

行政机关的控制ꎬ且该系统的目的在于服务特定的

行政管理目标ꎮ 因此ꎬ本文认为ꎬ健康码所具有的

电子化和智能化特征并不能掩盖其行政行为属性ꎬ
健康码发放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可归属于行政行为ꎬ
在具体行政行为类型上可归属于行政确认行为ꎮ

通常认为ꎬ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直接产

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６]ꎮ 结合健康码的发放ꎬ健
康码的发放行为实质上是行政主体即地方卫健委

为了履行疫情防控的管理职能做出的行为ꎬ由于健

康码的重要职能之一是保障个人的日常通行ꎬ健康

码的发放将直接影响到持码人自由出行的权利ꎬ因
此ꎬ该行为在性质上可以归属于行政行为不存在

疑义ꎮ
存在争议的是ꎬ健康码的发放应归属于何种具

体行政行为类型ꎮ 有学者认为健康码的发放属于

行政评级行为ꎬ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健康码发

放中ꎬ行政机关主导了健康码评级标准的设定和最

终的评价赋码ꎬ契合了行政评级的内涵ꎬ因此生成

健康码在行政法上的行为类型属于行政评级[７]ꎮ
本文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ꎮ 从行政评级概念本身

来看ꎬ行政评级并非我国行政法上的概念ꎬ有学者

将行政评级定义为行政主体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

序ꎬ对相对人在相关领域的既往表现进行评价ꎬ并
以简明的符号标识并公示的行政活动[８]ꎮ 从该定

义可知ꎬ行政评级并未直接导致具体的行政法律关

系的变动ꎬ也未直接创设或变更相对人的权利义务

内容ꎬ其仅是行政主体在对相对人既有信息进行整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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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判定的基础上ꎬ形成的对相对人遵守法律规范

程度的事实认定ꎮ 然而ꎬ在健康码发放行为中ꎬ当
黄色或红色的健康码生成之时ꎬ特定持码人即被认

定为疫情防控重点对象ꎬ就面临需要被强制隔离的

问题ꎮ 该行为已然创设了相对人新的权利义务内

容ꎬ因此ꎬ其难以归属于行政评级行为ꎮ
本文认为ꎬ健康码发放行为应归属于行政确

认ꎮ 所谓行政确认ꎬ是指在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

后ꎬ由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
律关系或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ꎬ给予确定、认定、
证明(或证伪)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９]ꎮ 具

体而言ꎬ在启动方式上ꎬ行政确认是一种依申请的

行政行为ꎮ 健康码的发放需要由相对人自行线上

填报申请ꎬ因此可归属于依申请的行为ꎮ 在行为对

象上ꎬ行政确认是指对行政相对人既有法律地位、
权利义务内容的确认ꎬ主要是指对身份、能力和事

实的确认ꎮ 健康码的发放过程中ꎬ行政机关主要是

通过由其主导的系统对相对人的个人身份资料、健
康状态及特定时间内的动态轨迹等信息进行甄别

及确认ꎮ 在行政机关所为的意思上ꎬ行政确认行为

表明行政主体的态度是对某种状态、事件、物或行

为在法律上的确定或否定ꎮ 健康码发放中ꎬ基于行

政机关对前述信息的甄别ꎬ相对人也会获得行政机

关所做的法律上的确定或否定ꎬ这种确定或否定则

以三色二维码的形式呈现ꎮ 在行为的法律效果上ꎬ
行政确认中ꎬ行为是否被认可将影响到法律关系是

否发生变动ꎬ进而影响到是否发生相应的法律后

果ꎮ 健康码的发放与相对人的行政法律地位密切

相关ꎮ 一旦相对人获得的确认结果是消极的ꎬ其就

需要被强制隔离ꎬ而且无法自由出入特定场所、搭
乘公共交通工具或是进行复工、复产、复学等一系

列活动ꎮ

二、健康码发放行为具有可诉性

在明确了健康码发放行为的概念特征及其法

律属性后ꎬ仍需进一步判断其是否符合行政可诉性

的标准ꎮ 过去我国行政可诉性的判断标准有过“具
体行政行为”标准、“职权”标准、“行政行为”标准

等ꎬ当前则以“实际影响”标准为主要的判断标准ꎮ
本文认为ꎬ健康码发放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ꎬ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健康码发放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职

权的行政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ꎬ一行为具有行政可

诉性的前提在于该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行

为ꎮ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ꎬ健康码发放行为是地方

卫健委做出的行政确认行为ꎬ该行为的目的在于充

分利用数字赋能强化政府对疫情的防控能力及做

好广大市民群众健康状况的动态监测服务ꎬ以方便

健康人员的日常出行ꎮ
(二)健康码发放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

实际影响

　 　 根据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批量

性行政诉讼案例所渗透出来的审判思考和思路ꎬ可
以发现中国行政审判事实上发展出了自己的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理论ꎬ即具体行政行为对当事人权利

义务产生实际影响ꎬ是判断受案范围的核心标

准[１０]ꎮ 健康码作为应急突发疫情的应用及时而有

效地提升了政府的工作效率ꎬ但因缺乏对应的法律

法规依据和体系性的制度设计ꎬ导致健康码在运作

过程中存在不少可能影响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风

险ꎮ 在可能涉及行政诉讼的层面上ꎬ健康码发放行

为主要从两方面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影响:一
是因健康码自身推送错误导致相对人无法自由出

行甚至遭受强制隔离ꎮ 这可能基于行政机关设定

的规则过于严苛或过于宽松不切合防疫所需ꎬ也可

能基于健康码的算法程序的运行存在算法偏见的

风险ꎬ即在对公民个人的风险进行评估时ꎬ健康码

可能对于某些风险要素进行无端放大ꎬ或者按照算

法流程的惯性思维得出不合实际的评价[１１]ꎮ 实践

中就存在不少因健康码推送错误而造成相对人权

益受损的案例ꎬ如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ꎬ哈尔滨市信访

局就收到市民反映的“健康码错误ꎬ影响孩子高考

陪读和报考事宜”问题ꎬ哈尔滨市信访局回复称健

康码错误ꎬ是由于大数据推送错误导致该相对人的

健康码变为黄码[１２]ꎮ 二是由于各地健康码欠缺统

一性导致一地健康码难以在另一地得到承认ꎬ造成

相对人无法跨地域自由通行ꎮ 在健康码推出早期ꎬ
各地的健康码因为是由本地政府开发的ꎬ存在版本

不一的问题ꎬ这给不同地区间的互认以及人员流动

造成困难[１３]ꎮ 然而ꎬ随着«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防疫健康信息码接口标准»和«关于深入推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等一系

列文件的出台ꎬ健康码的跨区域互认程度也在不断

提高ꎬ因健康码欠缺统一性而造成相对人权益受损

的情况也将逐步减少ꎮ
(三)当前对健康码发放行为造成的损害未纳入法

定救济的范围

　 　 在法治原则下ꎬ所有可能侵害利害关系人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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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为都应当设定相应的救济途径ꎬ为受害人提供

行政救济ꎬ而利害关系人对侵害自身权益的行政行

为是否具有救济途径不仅直接体现了“有救济才有

权利”的理念ꎬ而且也为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提供了

客观且可操作的判断标准[１４]ꎮ 从实践情况来看ꎬ相
对人可能因错误健康码造成的损失有几种具体情

形:一是对相对人人身权利的侵害ꎬ主要体现为对

因错误而获得红码、黄码的相对人进行强制隔离ꎬ
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ꎮ 二是相对人财产权利的损

失ꎬ这种损失应限于相对人因错误健康码而导致的

直接财产损失ꎬ主要包括相对人因错误获得的红

码、黄码而无法正常使用的已购买的各类通行票据

或特定服务等ꎮ 例如疫情期间ꎬ国内多地交通运输

部门明令规定健康码异常的人员禁止进站乘车ꎬ在
此情况下ꎬ持错误健康码的相对人原已购买的车票

则实际失去使用价值ꎬ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相对人为

参观展览购买的门票等ꎮ 除此之外ꎬ受各地不同政

策的影响ꎬ部分地方政府还规定对于需要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 １４ 天的ꎬ集中隔离的食宿费用由个人承

担ꎬ这实际上造成了持有错误健康码的相对人额外

的支出ꎮ 目前ꎬ各地有关健康码的管理文件在效力

层级上大多只是其他规范性文件ꎬ就这些文件的内

容而言ꎬ多数文件明文规定的救济途径仅有申诉这

一渠道ꎬ但就针对健康码提出的众多申诉来看ꎬ技
术主体或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都难以核查其中存

在的算法偏差ꎬ因此实践中多数申诉的处理结果也

只是将错误的健康码改正过来ꎬ对于相对人可能因

错误健康码造成的损失则求告无门ꎮ

三、余论

在确认健康码发放行为可诉并以行政机关为

诉讼被告后ꎬ仍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中的法律责任由

谁来承担、如何承担的问题ꎮ 如前文所述ꎬ在健康

码使用和管理过程中ꎬ主要存在三方主体ꎬ即行政

主体、技术主体及行政相对人ꎮ 其中ꎬ行政主体即

地方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的组建机构ꎬ行政主体具体

负责有关赋码和通行管理规则的制定ꎮ 技术主体

即互联网平台和电信运营商ꎬ技术主体则负责搭建

健康码运行的数字化系统ꎬ为健康码运营平台接入

用户位置、行程和轨迹的数字化服务ꎬ实现健康码

的线上运行ꎮ 虽然行政机关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

色ꎬ他们以公权力为健康码的运行背书ꎬ并借此进

行社会治理ꎮ 但健康码的运作离不开技术平台的

技术和数据支持ꎬ这些技术主体研制并开发了发放

健康码所必需的数字化系统ꎬ在健康码发放过程中

起着事实上的桥梁作用ꎮ 本文认为ꎬ在法律责任的

分配上ꎬ应以行政主体作为对外承担责任的主体ꎮ
责任主体的确定解决的是相对人权益受到损

害后应向谁主张赔偿的问题ꎮ 从行政主体理论来

看ꎬ行政主体作为法律拟制ꎬ解决的就是行政法律

关系中公权力方的主体问题ꎬ因此无论行政行为方

式如何改变ꎬ也无论行政行为的具体承担者是个

人、集体ꎬ还是自动化系统ꎬ在法律意义上ꎬ作为行

政法律关系一方的始终是行政主体[１５]ꎮ 从行政主

体与技术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看ꎬ技术主体实际

上是基于其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技术服务行政协议

来研发相关数字化系统的ꎬ行政主体相当于技术主

体所提供服务和系统的购买者ꎬ行政主体始终享有

是否使用数字化系统以及选择使用哪一家企业开

发的数字化系统的权利ꎬ技术主体也必须依据行政

主体提供的数据和设定的规则进行健康码发放ꎮ
所以ꎬ虽然行政主体并未直接研制并开发与健康码

相关的数字化系统ꎬ但行政主体在事实上主导了运

营商开发的算法程序ꎬ是算法程序的实际控制者ꎮ
申言之ꎬ健康码发放行为中主要有两组法律关系ꎬ
分别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外部的行政管

理法律关系和行政机关与技术主体之间内部的行

政协议法律关系ꎮ 当健康码发放行为影响到相对

人权利义务时ꎬ行政主体理应作为对外承担责任的

主体ꎮ 在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形式上ꎬ根据我国现

有法律的规定ꎬ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包括撤销违法

决定、责令履行职责、确认行为违法、行政赔偿等多

种责任形式ꎮ 具体到健康码发放行为ꎬ对于健康码

发放行为不当的ꎬ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该行政行

为ꎬ并可以判决重做行政行为ꎬ而对于该行为造成

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失的ꎬ行政主体还承担相应的行

政赔偿责任ꎮ 至于行政主体是否可以向技术主体

追责ꎬ则可以依据双方订立的行政协议另行解决ꎮ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今天ꎬ健康码早已与

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ꎮ 对于健康码ꎬ我们在享

受其带来便利的同时ꎬ也要警惕它可能带来的侵益

性后果ꎮ 因此ꎬ健康码发放行为也须经得起合法性

审查ꎮ 只有将健康码的管理和发放纳入法治轨道ꎬ
明确健康码发放行为的可诉性ꎬ才能在维护相对人

合法权益的同时ꎬ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

治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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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参见«广东省“粤康码”使用管理办法(第一版)»«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

善“健康码”管理服务机制的通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十问十答»ꎮ
②　 “推进‘一码通’融合服务ꎬ破除多码并存互不通用信息壁垒”ꎬ参见«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

动的通知»(国卫规划发〔２０２０〕２２ 号)ꎮ
③　 参见«广东省“粤康码”使用管理办法(第一版)»(粤防疫指挥办函〔２０２０〕２４８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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